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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中国经济增长正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，创新的源头是基础研究，而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

是政府。为考察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，本文对 Ｒomer ( 1990) 和 Jones ( 1995) 内生增长理论模型
予以扩展，将研发部门扩展为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发部门，将政府公共支出细分为基础研究支出、私人研
发部门补贴和消费性公共支出，将劳动力细分为非熟练工人和科研人员且两者不可替代。对扩展后的模型求
解一般均衡发现: 提高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会推动经济增长; 政府补贴对私人部门研发支出具有挤出效

应，减少补贴不会抑制经济增长; 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会抑制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; 选择税

率分别为 10%、20%和 30%的数值模拟结果也印证这一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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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近年来，以 Ｒomer ( 1990 ) ［1］为代表的内生增长

理论为考察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基准的分析

框架。他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

模型，该模型中厂商为获得垄断利润会不断增加研发

支出，研发支出的增加推动了技术创新，技术创新又

推动了新产品种类的增加，最终推动了经济增长。

Ｒomer ( 1990) 模型将外生技术进步正式内生化，但

该模型有一个特点即存在规模效应，只要增加科研人

员数量就会提高经济增长率。对此，经济学家存在较
多争议，其中以 Jones ( 1995 ) ［2］、Kortum ( 1997 ) ［3］

和 Segerstrom ( 1998) ［4］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对 Ｒomer

( 1990)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，战后 OECD 国家投

入了大量的科研人员用于研发活动，但这些国家的经

济却并未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。为此，Jones ( 1995 )

对 Ｒomer ( 1990) 模型进行了改进，将知识存量的指

数由等于 1 修正为小于 1 从而消除了规模效应。这一

改进得到了研究学者的广泛支持，在此基础上，学者

们又进一步对 Ｒomer ( 1990) 模型进行了扩展，例如

一些学者在 Ｒomer ( 1990) 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，发

现人力资本和创新的相互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

( Lloyd － Ellis and Ｒoberts，2002［5］; 杨立岩，2003［6］;

Kosempel，2004［7］; 赖 明 勇，2005［8］; Papageorgiou

and Fide，2006［9］) 。又如一些学者将财政政策引入模

型，考察不同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( Zeng and

Zhang， 2007［10］; 严 成 樑 2013［11］; 王 宝 顺，

2017［12］) ; 或是考察政府研发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

响。在考察政府研发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中，

有的学者将政府研发政策描述为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研

发补贴 ( Samaniego，2007［13］; Sener，2008［14］; 王军

和张一飞，2016 ［15］) ，也有的学者将政府研发政策

描述为政府对研发的总支出，没有对其进一步细分

( Park，2004［16］; 严成樑，2009［17］) 。

现实经济中政府研发政策是多方面的，政府不仅

会对私人部门从事的一般性技术研发进行补贴，还会

对非竞争性的基础研究进行支持。由于基础研究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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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且难盈利，私人部门往往没有足
够的资金和积极性开展基础研究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

几乎全部由政府承担。朱迎春 ( 2017) ［18］根据科技部
负责的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推算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

源于政府资金的比例高达 98%，政府对基础研究的
投资力度直接决定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投资强度。然而
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一直偏

低，成力为 ( 2016 ) ［19］将中国与其他 27 个代表性国
家和地区自 2005 年至 2010 年的科技指标进行分析比
较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支出比例过低，并从国家和企业

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基础研究经费对政府的依赖性较

强。柳卸林 ( 2011) ［20］指出我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
并未带来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步增长，其根源

在于基础研究支出 “比例失调”。张炜、吴建南等
( 2016) ［21］提出应正确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，合理
确定基础研究支出强度，提高基础研究在中央财政新

增研发投资的比例。基础研究是开展其他一切研究的
前提，基础研究支出不足会造成一国技术基础薄弱，

原始创新能力不足，核心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，不

利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。党的十九大强调要瞄准世界
科技前沿，强化基础研究，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，引

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。可见，当前国家日益重视基
础研究，政府作为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，其重要性不

言而喻。

通过文献回顾发现，对政府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

问题的讨论大多出现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中，而鲜

有理论研究探讨。相关理论研究要么只是简单考察了
政府研发支出整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，要么只考虑了

政府私人部门研发补贴的影响，很少有研究将政府基

础研究从政府私人部门研发补贴中区分开来，专门讨

论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。本文拟通过内生
增长模型对这一问题予以理论探讨，将原模型中研发

部门扩展为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发部门，引入政府

部门并假定政府公共支出用于支持基础研究、补贴私
人研发和消费性公共支出，将劳动力细分为非熟练工

人和科研人员且两者不可替代。在此基础上，对扩展
后的理论模型求解一般均衡，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政

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。本文的现实意义在
于，在当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和关键核心技术长

期受制于人的严峻形势下，为政府优化研发政策，加

大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提供理论支撑。

二、我国基础研究支出的特征事实
( 一) 基础研究支出情况

图 1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及 GEBＲ /GEＲD变化
( 1995 － 2016 年)

资料来源: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( 2017 年)

整理

学术届常用基础研究经费与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

值 ( 简称为 GEBＲ /GEＲD 值) 来衡量一个国家研发

活动中知识创造和原始性创新活动所占的比重。近年

来，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下，我国基础研究经

费快速增长，已从 1995 年的 18. 06 亿元跃升至 2016

年的 822. 89 亿元，增长了 45 倍多 ( 图 1 ) 。但是，

我国 GEBＲ /GEＲD值却常年维持在 5%左右，远远落

后于其他创新型国家，如捷克 ( 31. 0% ) 、瑞士
( 30. 4% ) 、法国 ( 25. 2% ) 、美国 ( 17. 2% ) 、英国
( 16. 9% ) 等，与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 ( 12. 5% ) 、

韩国 ( 17. 2% ) 相比，GEBＲ /GEＲD 值相差也很大
( 图 2) 。日韩两国与我国科技发展历程较为相似，由

于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，在工业发展初期

时，日韩两国为获得低研发成本下的快速发展，并不

重视基础研究，而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到一般性技

术开发，采取技术模仿跟随战略。起初两国经济确实

得到了迅速发展，然而在工业发展中后期，不重视基

础研究的弊端逐渐显现，两国也意识到依赖模仿先进

科技并非发展长久之计，因此纷纷提高了基础研究支

出的比重［22］。尤其是韩国，近几年在基础研究领域

投资增长很快，2011 年 GEBＲ /GEＲD 值为 13%，

2015 年已增至 17%①。我国近几年虽逐渐开始重视

基础研究，基础研究经费逐年上升，但我国研发经费

的支出结构不够合理，基础研究支出明显不足，与其

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明显不匹配［23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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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数据来源于 2015 年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: 面向 2030》。



图 2 部分国家 GEBＲ /GEＲD比较
( 2015 年或最近可得年份)

资料来源: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( 2017 年)

整理

( 二) 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情况

在我国基础研究支出明显不足的情况下，政府资

金作为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，主要通过教育经

费、科学事业费与专项经费等方式流向高等学校和政
府研究机构［24］。2008 － 2016 年，不论中央还是地方
政府，财政科技支出和基础研究支出都在逐年增长

( 表 1) 。从基础研究支出结构来看，中央政府基础研
究支出约占 90%左右，地方政府基础研究支出仅占
10%左右，说明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主要由中央政府承
担 ( 图 3) 。从中央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来看，2008 －
2016 年中央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占中央本级财政科技
支出比例大致保持在 15 － 20%之间。以 2016 年为
例，中央本级财政科技支出共 2686. 1 亿元，用于基

础研究支出为 518. 13 亿元，占 19%。而同年美国联
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为 335. 1 亿美元 ( 2218. 362 亿
元) ，约占联邦政府研发资金的 23%②。韩国政府基
础研究经费占政府研发资金的 39%③。相比之下，中
央政府基础研究经费远远不足，中央政府基础研究经

费占中央财政科技支出比例明显偏低。从地方财政科
技支出来看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全国科技总支出的

一半以上，但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却不足 2%，2016

年仅有 1. 3%。而美国州政府研发资金仅占美国研发
总支出的 3%，但却有 55%的比例用于基础研究。相
比之下，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很多，却对基础研究

的贡献极小。

图 3 2008 － 2016 年政府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结构
资料来源: 根据财政部全国、中央、地方一般公

共财政预算支出决算表 ( 2011 － 2016 年) 整理

表 1 2008 － 2016 年我国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情况

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

全国财政科技支出 ( 亿元) 2129. 2 2744. 5 3250. 2 3828. 02 4452. 63 5084. 3 5314. 45 5862. 57 6563. 96

其中: 基础研究科目 ( 亿元) 190. 5 228. 6 265. 1 325. 80 361. 69 406. 66 471. 07 550. 91 569. 69

中央本级财政科技支出 ( 亿元) 1077. 4 1433. 8 1661. 3 1942. 14 2210. 43 2368. 99 2436. 66 2478. 39 2686. 10

其中: 基础研究科目 ( 亿元) 170. 2 208. 6 242. 7 294. 26 328. 13 362. 91 428. 84 500. 45 518. 13

基础研究支出 /

中央财政科技支出 ( % )
15. 8 14. 5 14. 6 15. 2 14. 8 16. 0 17. 6 20. 2 19. 3

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( 亿元) 1051. 9 1310. 7 1588. 9 1885. 88 2242. 90 2715. 31 2877. 79 3384. 18 3877. 86

其中: 基础研究科目 ( 亿元) 20. 3 20. 1 22. 4 31. 54 33. 56 43. 75 42. 23 50. 46 51. 56

基础研究支出 /

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( % )
1. 9 1. 5 1. 4 1. 7 1. 5 1. 6 1. 5 1. 5 1. 3

资料来源: 根据财政部全国、中央、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决算表 ( 2011 － 2016 年) 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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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③
根据美国 OSTP公布的 2017 年联邦政府研发预算数据整理。
数据来源于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暨运营委员会公布的《第三届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( 2013 年 － 2017 年) 》。



图 4 为 1980 － 2016 年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法国
的政府基础研究与人均 GDP 的散点图④。可以看出，

这些国家的政府基础研究与人均 GDP 存在着显著的
正相关性 ( 美国、日本、韩国在 P ＜ 0. 001 水平下显
著，法国在 P ＜ 0. 1 水平下显著) 。在我国，政府作
为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而我国财

政支出结构中基础研究支出比例严重偏低，致使我国

知识创造和原始性创新能力非常薄弱，无法摆脱核心

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他国的不利局面，这势必会影响

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。因此，未来加强基础研究、

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势在必行，特别是在企业和社会没

有动力、没有能力投入的情况下，政府对基础研究的
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［25］。那么，这一经验事实是否
能够得到理论研究的支持，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

题。

图 4 政府基础研究支出与人均 GDP

资料来源: OECD 数据库。

三、理论模型
本文基于 Ｒomer ( 1990 ) 和 Jones ( 1995 ) 内生

增长理论模型讨论一个封闭经济，包含如下六个部

门［26］:

( 一)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

假设最终产品部门有一个代表性的厂商，只生产

1 种最终产品，其产量用 Y表示。最终产品部门通过
雇佣非熟练劳动 L 和投入机器设备 X 来生产最终产
品。其中，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力供给无弹性，即无论
工资如何变化，劳动力供给都不会发生改变; xi 表示

第 i种机器设备的投入量，它由机器设备生产部门的
厂商来提供，i∈［0，A1］。根据水平创新模型通常的
设定⑤，A1 表示机器设备的种类。由于最终产品部门
是完全竞争的，可以设定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

Cobb － Douglas形式，表示为:

Y = Lα ∫
A1

0
xi

1 －αdi其中，0 !α !1 ( 1)

最终产品部门需要支付给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设为

wL ，则 wLL为劳动力投入成本。最终产品生产部门
需要从其上游部门 ( 机器设备生产部门) 购买机器

设备⑥，第 i种机器设备的价格由提供该种机器设备

的垄断厂商给定，设为 pi ，则 ∫
A1

0
pixidi为机器设备投

入成本。假设最终产品单价为 1，最终产品生产出来
需要交税，税率为 τ，则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收益为

( 1 － τ) Lα ∫
A1

0
xi

1 －αdi，利润为: ( 1 － τ) Lα ∫
A1

0
xi

1 －αdi －

wLL － ∫
A1

0
pixidi。

最终产品部门可以选择劳动和机器设备数量实现

自身利润最大化:

max
L，{ xi}
( 1 － τ) Lα ∫

A1

0
xi

1 －αdi － wLL － ∫
A1

0
pixi{ }di

一阶条件可得

非熟练工人的工资: wL = ( 1 － τ) αLα－1 ∫
A1

0
xi

1 －αdi

( 2)

xi 的反需求函数: pi = ( 1 － τ) ( 1 － α) Lαxi
－α

( 3)

( 3) 式表示对第 i种机器设备的需求量由第 i 种

机器设备的价格 pi 决定，即 xi = x( pi ) 。

( 二) 机器设备生产部门

假设机器设备生产部门由很多厂商构成，每个厂

商只生产一种机器设备，且每个厂商生产的机器设备

互不相同。这种不同是因为假定机器设备厂商的上游

部门 ( 私人研发部门) 研发出一种新的技术成果后，

机器设备厂商就会购买此项技术成果 ( 购买后可永

久性使用，因此该支出为固定成本) ，并根据技术成

果生产出独有的机器设备品种，从而成为该机器设备

品种的垄断供应商。机器设备生产部门需要投入资本

4

④

⑤
⑥

由于韩国和法国某些年份数据缺失，这里韩国使用 1996 － 2016 年数据，法国使用 1986 － 2016 年数据。
根据 Ｒomer ( 1990) ，A1 指种类，即创新是通过增加新的种类来提高生产率，因此称为水平创新模型。

假设机器设备在完成最终产品生产后会完全折旧。



进行生产，生产 1 单位的机器设备需要投入 1 单位的
资本，资本利息为 r。则生产第 i 种机器设备的投入
为 rxi ，收益为 pixi ，机器设备生产部门的利润为:

pixi － rxi 。

机器设备生产部门可以选择生产 xi 的数量来最

大化自身利润:

π = max
xi

pixi － rx{ }
i ( 4)

( 3) 式代入 ( 4) 式，得到 π = max
xi

{ ( 1 － τ) ( 1

－ α) Lαxi
1 －α － rxi} ，该利润函数满足最终产品部门对

机器设备的最优需求。根据一阶条件可求得机器设备
生产部门的资本利息:

r = ( 1 － τ) ( 1 － α) 2Lαxi
－α ( 5)

( 5) 式代入 ( 4) 式，得到机器设备生产部门利
润函数:

π = α( 1 － τ) ( 1 － α) Lαxi
1 －α ( 6)

( 5) 和 ( 6) 式的 xi 既是机器设备的最优供应

量，也是最终产品部门的最优需求量。
( 三) 私人研发部门

私人研发部门为营利部门，主要从事一般技术研

发，研发出来的技术成果全部销售给机器设备生产部

门。新技术成果的创造是在已有技术成果和基础科学
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，同时这一过程需雇佣科研人

员。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研发生产函数最早是由 Ｒomer

( 1990) 提出来的，形式为: A
·

= δHA。为消除规模
效应，Jones ( 1995 ) 将 Ｒomer ( 1990 ) 的研发生产

函数做了改进，形式为 A
·

= δHλAφ 。本文沿用 Jones
( 1995) 的研发生产函数形式。假设新研发的技术用

A
·

1 表示，已有技术成果用 A1 表示，已有基础科学知

识用 A2 表示，私人部门科研人员数量用 H1 表示。私
人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:

A
·

1 = δ1H1
λA1

φA2
θ ( 7)

其中，δ1 ＞ 0表示私人部门技术研发成功的概率，
0 ＜ λ ＜ 1表示私人部门人力资本弹性系数，0 ＜ φ ＜
1 和 0 ＜ θ ＜ 1 分别表示已有技术成果和基础科学知
识对技术研发的贡献率。

由于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非排他性，基

础研究一旦有新的发现则由全社会免费共享。因此，

根据 ( 7) 式，私人部门的研发成本仅为科研人员的
工资报酬，用 wHH1 表示，其中 wH 为科研人员工资。

从事研发活动的收益为技术成果的销售收入，用

PA1
A
·

1 表示，其中 PA1
为技术成果的价格，则研发部门

的利润为: PA1
A
·

1 － wHH1 。若政府对私人部门研发活
动进行支持，则利润函数将会变化。假设政府对技术

成果的销售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sPA1
A
·

1 ，其中 s 为补
贴率。则在政府的支持下私人研发部门的利润为: ( 1

+ s) PA1
A
·

1 － wHH1 。

市场均衡时令利润为 0，可得到私人研发部门的
科研套利方程:

( 1 + s) PA1
A
·

1 = wHH1 ( 8)

根据 Ｒomer ( 1990) 的模型设定，为使整个经济
体能够达到市场均衡，机器设备部门的垄断利润必须

用于购买私人研发部门的技术成果。这样，机器设备
生产的垄断利润抵消了私人研发部门的投入成本，均

衡时整个经济体的利润为 0。否则机器设备生产部门
会有更多的厂商进入瓜分垄断利润，私人研发部门也

没有动力进行研究。由此可得:

PA1
= ∫

+∞

t
π( s) e －∫

s

t
r( v) dvds ( 9)

( 9) 式求导后，得到: r = π
PA1

+
P
·

A1

PA1

( 10)

( 四) 基础研究部门

基础研究部门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知识的探索和发

现，基础研究的新发现需投入已有基础科学知识，并

雇佣科研人员。基础研究的新发现用 A
·

2 表示，从事

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数量用 H2 表示。基础研究部门
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:

A
·

2 = δ2H2
ωA2

η ( 11)

其中，δ2 ＞ 0 表示基础研究新发现的成功概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相比一般性技术研发，基础研究具有

更大的不确定性，因此基础研究新发现的成功概率要

比一般性技术研发的成功概率小很多，即 δ2 ＜ δ1 ; 0
＜ ω ＜ 1 表示基础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弹性系数，0
＜ η ＜ 1 表示已有基础科学知识对基础研究新发现的
贡献率。基础研究部门为非营利部门，基础科学知识
不能用于销售，政府承担了基础研究的全部开支，根

据 ( 11) 式，即为基础研究部门科研人员的工资
wHH2 。
( 五) 家庭

假设经济由连续同质的家庭构成，家庭的总测度

为 1，每个家庭只有 1 个个体且具有无限生命。家庭
可以选择劳动、消费或休闲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:

max
C，l ∫

+∞

0

( Cv ( 1 － l) 1 －vGζ ) 1 －σ － 1
1 － σ

e －ρtdt ( 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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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0 ＜ v ＜ 1，ζ ＞ 0，( 1 － σ) ( v + ζ) ＜ 1，l为
劳动时间，则 ( 1 － l) 表示休闲，C表示消费，G表示
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，v 和 ζ 描述了家庭对消费、休
闲和消费型公共支出的偏好，σ ＞ 0 是消费跨期替代
弹性的倒数，反映家庭风险偏好的参数，ρ ＞ 0 是主
观贴现率。
内生增长框架下的家庭预算约束方程为:

K
·

= rK + wLL + wH ( H1 + H2 ) + ∫
A1

0
πidi － PA1

A
·

1 －

C ( 13)
通过求解消费者优化问题，得到:

C = r － ρ
1 + ( σ － 1) ( v + ζ)

( 14)

( 六) 政府

政府的作用是调节资源分配。假设政府财政收入
来源于对最终产品征税的收入，财政支出用于承担全

社会基础研究经费 wHH2 、补贴私人研发部门 sPA1
A
·

1

及消费性公共支出 G。

τY = sPA1
A
·

1 + wHH2 + G ( 15)

其中，τ为税率。假设消费性公共支出是总收入
一个既定比例，记为 β，0 ＜ β ＜ τ，则

G = βY ( 16)
( 16) 式代入 ( 15) 式，得到:

( τ － β) Y = sPA1
A
·

1 + wHH2 ( 17)
( 17) 式的含义为: 剔除了消费性公共支出后用于

基础研究和私人部门研发补贴的政府研发支出。假设
其中 0 ＜ ε ＜ 1的份额用于基础研究，0 ＜ 1 － ε ＜ 1的
份额用于补贴私人研发部门，则 ( 17) 式可改写为:

ε( τ － β) Y = wHH2 ( 18)

( 1 － ε) ( τ － β) Y = sPA1
A
·

1 ( 19)
四、模型求解与数值模拟
( 一) 模型求解

在市场均衡条件下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选择非熟

练劳动数量 L与机器设备投入数量 xi使自身利润最大

化; 机器设备生产部门选择生产机器设备数量 xi 使

自身利润最大化; 私人研发部门选择雇佣科研人员数

量 H1 使自身利润最大化; 基础研究部门雇佣科研人

员 H2 的支出由政府承担; 家庭在预算约束前提下通

过选择消费 C和劳动时间 l使自身福利最大化; 政府
预算约束方程每期均衡。

最终产品市场出清: Y = C + K
·

机器设备市场出清: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对机器设

备的需求量正好等于机器设备生产部门的供给量。

研发市场出清: 技术成果的价格 PA1
正好等于机

器设备生产部门垄断利润的贴现值。
劳动力市场出清: l = L + H1 + H2

资本市场出清: 机器设备生产部门对资本的需求

量正好等于家庭的资本供给量。

K = ∫
A1

0
xidi，由于对称性，x i = x，i∈［0，A1］，

则:

K = A1x ( 20)

( 20) 式代入 ( 1) 式，得到: Y = ( A1L)
αK1 －α

( 21)
( 20) 式、 ( 21 ) 式代入 ( 2 ) 式，得到: wL =

α( 1 － τ) ( Y /L) ( 22)
( 20) 式、 ( 21) 式代入 ( 5) 式，得到: r = ( 1

－ τ) ( 1 － α) 2 ( Y /K) ( 23)
( 20) 式、( 21) 式代入 ( 6 ) 式，得到: A1π =

α( 1 － α) ( 1 － τ) Y ( 24)
另外，可以证明，在平衡增长路径 ( BGP) 上，

消费、产出、资本和一般技术研发以相同的速度增

长，
C = K =

A
·

1

A1
= Y = g。

由 ( 8) 式得到: ( 1 + s) PA1
A1

A
·

1

A1
= wHH1 ( 25)

由 ( 10) 式和平衡增长路径的定义，得到 P
·

A1
=

0 ，则 ( 10 ) 变为 r = π
PA1

，从而 PA1
= π

r ，代入

( 25) 式，得到 ( 1 + s)
πA1

r g = wHH1 ，并结合 ( 24)

得到:

( 1 + s) α( 1 － α) ( 1 － τ) Y
r = wHH1 ( 26)

( 26) 式除以 ( 18) 式，得到:

( 1 + s) α( 1 － α) ( 1 － τ) g
ε( τ － β) r

=
H1

H2
( 27)

根据 ( 7) 式，每单位投入到技术研发的人力资

本边际生产率为
λA
·

1

H1
，每单位基础科学知识投入的边

际生产率为
θA
·

1

A2
; 根据 ( 11) 式，每单位投入到基础

研究的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为
ωA
·

2

H2
。市场均衡时，

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的边际生产率应该相等，即:

λA
·

1

H1
=
ωA
·

2

H2

θA
·

1

A2
( 2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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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8) 式简单整理后:
A
·

2

A2
= λ
ωθ

H2

H1
( 29)

对 ( 7) 式等号两边除以 A1 ，得到
A
·

1

A1
= δ1H1

λA1

φ －1A2
θ ，等号两边取对数，并由平衡增长路径的定

义，可得 ( 1 － φ) lnA1 = θlnA2 ，等号两边对时间求导

得到:
A
·

2

A2
= ( 1 － φ)

θ
g，结合 ( 29) 式，得到:

H1

H2
= λ
ω( 1 － φ) g

( 30)

( 30) 式代入 ( 27) 式，得到:
( 1 + s) α( 1 － α) ( 1 － τ) g

ε( τ － β) r
= λ
ω( 1 － φ) g

( 31)

由 ( 19) 式，结合 ( 10) 式、( 24) 式，得到:
sα( 1 － α) ( 1 － τ) Y

r g = ( 1 － ε) ( τ － β) Y ( 32)

化简整理得到:

s = r( 1 － ε) ( τ － β)
α( 1 － α) ( 1 － τ)

1
g ( 33)

由 ( 14 ) 式，在平衡增长路径上，C
·

C = g =

r － ρ
1 + ( σ － 1) ( v + ζ)

，化简整理得到:

r = ( 1 + ( σ － 1) ( v + ζ) ) g + ρ ( 34)
( 33) 式、 ( 34) 式代入 ( 31) 式，化简整理得

到:

{ ω( 1 － φ) ( 1 － ε) ( τ － β) ［1 + ( σ － 1) ( v + ζ) ］
+ αω( 1 － φ) ( 1 － α) ( 1 － τ) } g2 + { ρω( 1 － φ) ( 1 －

ε) ( τ － β) － λε( τ － β) ［1 + ( σ － 1) ( v + ζ) ］} g －

ρλε( τ － β) = 0

根据上式，我们可以考察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

长的影响。因方程复杂且没有解析解，本文利用
MATLAB数值模拟求解以上问题。
( 二) 数值模拟

本文在一个基准经济下进行分析，借鉴 Lucas
( 1990) 设定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σ 为 2，主观
贴现率 ρ为 0. 02［27］。借鉴严成樑 ( 2009 ) 设定劳动
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α为 0. 3，家庭对消费偏好的指数
v为 0. 276，家庭对消费性公共支出偏好的指数 ζ 为
0. 3。借鉴 Jones ( 1995) 设定私人研究部门和基础研
究部门的人力资本弹性系数 λ和 ω为 0. 5，借鉴Wer-
ner ( 2014) 设定已有技术成果对私人部门技术研发
成功率的影响 φ为 0. 2［28］。

政府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图 5 所示。其

中横轴表示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占政府研发总支出的比

例 ε，纵轴表示经济增长率 g。可以看出，当税率和
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固定时，增加政府基础研究支出

比例将提高经济增长率。对这一结论的经济解释是:

首先，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增加时，基础研究部门

则会有更多的资金雇佣更多的科研人员用于基础研

究，这有助于提升基础研究部门生产率，使基础研究

的新发现增多; 其次，私人部门的技术研发依赖于基

础研究，基础研究新发现增多有助于提升私人研发部

门生产率，使技术研发的新成果增多; 再次，技术成

果是生产机器设备的必要投入，技术成果增多有助于

提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生产率，加快机器设备的更新

速度，从而有助于提升最终产品的生产率，最终体现

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的提升。

此外，当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增加时，政府对

私人研发部门的补贴支出比例则减少，那么，私人研

发部门补贴减少是否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呢? 从表 2 可
以看出，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 ε增加时，用于私人
研发部门补贴的支出比例 ( 1 － ε) 减少，私人研发部
门技术成果销售补贴率 s也将变小。例如当政府研发
支出的 10%用于基础研究时，剩下的 90%则用于补
贴私人研发部门。由于私人研发部门经费主要由自身
承担，政府只是对私人研发部门技术成果的销售给予

一定比例的补贴，根据 ( 33 ) 式计算，最终私人部
门获得的补贴率 s为 87. 1%。当政府对私人研发部门
补贴的支出比例 ( 1 － ε) 由 90%降至 80% ( 降幅为
10% ) 时，私人研发部门获得的补贴率 s由 87. 1%降
至 70. 9% ( 降幅为 16. 2% ) ; 当政府对私人研发部门
补贴的支出比例 ( 1 － ε) 由 80%降至 70% ( 降幅同为
10% ) 时，私人研发部门获得的补贴率 s由 70. 9%降
至 60. 0% ( 降幅为 10. 9% ) 。以此类推，政府私人研
发部门补贴支出同比例下降时，私人研发部门技术成

果销售补贴率虽在下降，但下降的幅度是逐渐减缓

的。对此的经济解释是: 私人研发部门会根据政府研
发补贴的变化而调整自身的研发支出。当政府用于私
人研发部门补贴的资金减少时，私人研发部门出于最

大化自身利益考虑，仍需维持必要的研发支出，此时

只能通过增加自身研发支出实现。相反，当政府用于
私人研发部门补贴的资金增加时，私人研发部门资金

已足够覆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研发活动时，则会减少

自身研发支出。可见，政府补贴对私人部门研发支出
具有挤出效应。由于挤出效应，私人研发部门会增加
自身研发支出以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，那么，政府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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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研发部门补贴支出比例的减少就不会造成私人研发

部门生产率的下降，也就不会抑制经济增长。由此可
以得出，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增加时，政府私人研

发部门补贴支出比例虽减少，但综合来看仍有助于经

济增长。

表 2 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和私人研发部门补贴变化 ( τ = 0. 3 ，β = (3 /4)τ ) 单位: %

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 ε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

政府私人研发部门补贴支出比例 ( 1 － ε)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

私人研发部门技术成果销售补贴率 s 87. 1 70. 9 60. 0 50. 5 41. 7 33. 1 24. 7 16. 4 8. 2

私人研发部门技术成果销售补贴率降幅 16. 2 10. 9 9. 5 8. 9 8. 6 8. 4 8. 3 8. 2

从图 5 还可以看出，当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比例

增加时 ( β分别取 1
2 τ、2

3 τ、3
4 τ ) ，政府研发支出

比例 τ － β将减少，使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和私人研发
部门补贴支出都将减少，这会造成基础研究部门科研

人员的绝对流失，进一步造成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

发部门生产率下降，从而造成技术开发成果减少，机

器设备更新变慢，最终产品生产率下降，最终导致经

济增长率的下降 ( 表现为图 5 中的曲线向下移动) 。

由此可以得出，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会挤出政府基础

研究支出，抑制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

用。

图 5 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
( τ = 0. 1 时)

图 6 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
( τ = 0. 2 时)

根据现行的税制结构特征，不失一般性，我们分

别令 τ取 0. 1 、0. 2 、0. 3 时，来考察不同税率条件下
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致 ( 图 5 －

7) 。可以发现，不同税率下，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
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的，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增加会

抑制政府基础研究的经济增长效应。另外，假设固定
税率用于消费性支出的比例 β，当税率 τ由 0. 1 增加
到 0. 3 时，政府用于研发资金的比例 τ － β 将增加，

则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和政府私人研发部门补贴都将增

加，这使得基础研究部门可以雇佣更多的科研人员，

从而使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发部门的生产率都将提

高，则会有更多新品种的机器设备用于最终产品生

产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升 ( 表现为图 5 － 7 的

曲线向上移动) 。即当政府征税是为研发支出融资
时，征税会加强政府基础研究的增长效应。

图 7 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
( τ = 0. 3 时)

( 三) 稳健性检验

为考察政府基础研究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

稳定，我们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。当改变某个或某
几个参数的取值后，考察数值模拟结果是否与基准参

数取值下的结果保持一致。若一致，说明政府基础研
究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稳健的，这种影响不随参

数取值的变化而变化; 否则，说明这种影响是不稳健

的，不能作为一般性结论。本文随机给出 4 组不同参
数取值 ( 表 4) ，数值模拟的结果见图 8。可以发现，

当参数取值改变时，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对经济增

长的影响程度有所改变，但影响的方向都是正向的，

即提高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会推动经济增长。这与
8



上文描述的结论一致，说明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

的影响是一致且稳健的，至少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提高

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会扭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

甚至产生负向影响。退一步说，尽管政府基础研究对

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量上仍需实证支持，本文通过理论

研究证实了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存在质 ( 正向)

的影响。因此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: 增加政府基础研
究支出能够推动经济增长。

表 3 不同情况下的参数取值

参数 α λ ω φ ρ σ v ζ

情景 1 0. 65 0. 3 0. 2 0. 5 0. 03 2 0. 276 0. 3

情景 2 0. 9 0. 2 0. 1 0. 7 0. 03 2 0. 276 0. 3

情景 3 0. 02 0. 8 0. 7 0. 1 0. 03 2 0. 276 0. 3

情景 4 0. 5 0. 4 0. 6 0. 9 0. 03 2 0. 276 0. 3

图 8 稳健性检验
五、结论及政策建议
本文选择在 Ｒomer ( 1990 ) 和 Jones ( 1995 ) 内

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研究，一是将研发部门

扩展为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发部门，二是将政府公

共支出细分为基础研究支出、私人研发部门补贴和消
费性公共支出，三是将劳动力细分为非熟练工人和科

研人员且两者不可替代。在扩展后的模型中通过数理
模型推导求解一般均衡发现: ( 1) 增加政府基础研
究支出比例会推动经济增长; ( 2) 政府补贴对私人
部门研发支出具有挤出效应，但减少政府补贴不会抑

制经济增长; ( 3) 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会抑制政府
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; ( 4) 选择税率分
别为 10%、20%和 30%的数值模拟结果也印证了这
一结论。根据以上研究结论，本文为改进政府研发政
策提出下建议:

1. 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。在企业、地方政府
基础研究支出严重不足的情况下，中央政府在支持基

础研究方面仍需发挥主体作用。现阶段我国中央政府
用于基础研究的资金不足 20%，这一比例与世界科
技先进的国家差距较大。因此未来应逐步提高中央财
政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支出的比例，尽快与发达国

家基础研究支出保持一致。对于地方政府，目前地方
财政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非常小，未来应大

幅提高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支出的比例，形成中央和

地方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联动机制。需注意的是，地
方基础研究和国家基础研究的定位应有所区别，地方

应遵循国家关于基础研究的总体部署的同时围绕地方

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发挥地方在资源、产业等方面的优
势，确定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。

2. 多渠道支持基础研究。加强政府对高等学校、
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力度，加强中央五类财

政科技计划 ( 专项、基金) ，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
金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，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和社

会力量对基础研究支出，促进高校、科研院所与企业
开展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，形成全方位、
多层次、多渠道的支持格局，为我国建成创新型国
家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知识基础和人才支撑［29］。

3. 适当减少政府一般性研发补贴。由于创新具
有外部性且投入大、风险高，在新技术发展初期，企
业研发活动确实需要政府补贴政策的支持。但当市场
发育趋于成熟，技术趋于稳定，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

足以支持研发活动时，政府若继续实行补贴政策，就

可能造成企业利用政府资金替代了自身研发资金，产

生挤出效应。同时，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
称，补贴还可能产生逆向选择行为 ( 如新能源汽车

“骗补”现象) ，导致市场机制被扭曲，企业创新积
极性被抑制。因此，对于一般性、竞争性研发项目，
政府应适当弱化甚至取消研发补贴政策，交由市场机

制决定创新资源分配和企业优胜劣汰［30］。这样政府
将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支持前沿基础研究和行业共性关

键技术研发，而这些都属于竞争前领域，不能完全由

市场推动，因此更需要政府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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